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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電視新聞媒體多元的時代，個人接收的訊息日益增多，

同時，媒體對於個人與社會有十足的影響力，但隨之而來也產生一些問題。一

如閱聽人對於電視新聞媒體的接觸頻率與相信程度是否會受個人政黨傾向所影

響，此外，更進一步地探討，在社會網絡中個人與家人、鄰里間政治傾向異質

性的高低，是否同樣也會影響閱聽人對於電視新聞媒體的觀看頻率與相信程度。

此次調查之受訪者為三鶯地區居民，據研究結果顯示，個人政黨傾向為泛藍，

對其收看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與接觸頻率皆會越高，又將社會網絡分

成家人、鄰里兩部分，可以發現個人與家人間的政治異質性越高（個人政黨傾

向為泛藍，家人為非），則個人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與接觸頻率會

減少，然在個人與鄰里間則未發現此現象。 

 

◎ 如需引用，格式如下： 

王鏡雯、游宸安、張舫珊、黃極、徐子翔、陳韋仲、余采叡、高嘉呈、李敏柔（2019） 新

聞媒體信任度影響因素－以三鶯地區為例。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三鶯人文社會資料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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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導論 

 

近年來，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以及人們生活型態的轉變，社群媒

體對社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而在傳統新聞媒式微、新興社群媒體興起

的傳播環境之下，假新聞更是成為重大的社會及政治議題，而閱聽人的

媒體識讀能力在這個資訊氾濫的時代，才是真正有效打擊假新聞的最佳

利器。 

現今電視新聞媒體的頻道不勝枚舉，然而，卻有數個電視台被有

政黨傾向的集團壟斷，成為「有政黨色彩的媒體」，舉凡眾所皆知的中

天新聞背後代表的是國民黨勢力、三立新聞背後則代表的是民進黨勢力

等。因此，當今天各台電視新聞播報著同一事件的即時新聞整理、懶人

包時，面對各台電視新聞的不同報導、不同立場，身為閱聽人的我們該

相信何者？又該以什麼作為判斷的依據？此時，新聞媒體可能扮演著為

人民傳遞訊息的工具，抑或淪為假新聞開始散佈的溫床。 

除此之外，一些研究分析表明：電視新聞比報紙更可信（Abel＆

Wirth，1977; Carter＆Greenberg，1965; Gaziano＆McGrath，1986; Jacobson，

1969）國外的研究，如 Westley and Severin’s （1964） 的研究詳細說明

了「比起其他媒體，更多的人相信他們從電視上學到的新聞......」、

Hovland et al. （1953） 發現，信息的影響可能還取決於發送信息的特定

出版物或頻道等等；而在台灣，根據學者羅文輝、陳世敏（1993）和羅

文輝（2005）之研究，我們相信在台灣現今的大環境之下，政黨認同可

能是影響閱聽人對於媒體可信度的重要因素之一。總結來說，我們可以

發現可能影響閱聽人對媒體可信度的因素不勝枚舉（Singletary，1967；

Whitehead，1968；Berlo et.al.，1969-1970；黃錦祥、梁維國，2004；T. 

Lee，2005；T. Lee，2010），其中個人的政黨傾向這個因素，又令我們

感到更有興趣。 

因此，本研究首先將會探討：個人的政黨傾向是否會影響個人對

收看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意即：若個人為泛藍政黨，對泛藍電視

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會越高；反之亦然。此外，當閱聽人接收到新聞媒

體的資訊後，加上個人的思辨能力、對新聞媒體的既定印象，其相信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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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否會因為在日常生活中，與他們社交圈的親朋好友討論後而有所改

變？形成所謂「同溫層」或「鄰里異質性」的現象，意即個人的社群，

如：家人、鄰里，是否會影響其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 

當閱聽人在接收新聞媒體資訊時，除了受到自身媒體識讀素養以

及個人獨立思辨的能力的影響，「社會網絡」也是影響個人想法的重要

因素，根據 Festinger（1957）提出的「認知失調」，以及 Burt（1987）、

（Masahiro Yamato &Seungahn Nah,2017）等人提出的「家人、鄰里結構」

如何影響個人來看，當人們只願意接收與自己立場相同的資訊，或對與

自己不同立場的資訊強烈抗拒時，就會產生「同溫層」的現象，而對政

治、新聞等的想法、判斷也進而與其家人、鄰里等社會網絡接觸群體間

有密切相關。 

綜上所述，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研究來探討以下：一、個人的政黨

傾向是否會影響其對收看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二、家人的政黨傾

向是否會調節個人政黨傾向對電視新聞媒體相信程度的作用？三、鄰里

成員的政治異質性是否會調節個人對電視新聞媒體相信程度的作用？ 

藉由本研究，期望能重新思考在全球化的時代下，新聞媒體以及

閱聽人間的關係。當媒體在時代變遷下已難以單純地作為為人民傳遞訊

息的工具，同時受到經濟發展的困境、同業間的競爭、抑或是政府對於

媒體管理積極或消極的政策等影響，媒體以及個人該如何因應時代的難

題便成為至關重要的課題。 

 

貳、 文獻回顧 

媒體可信度	

 

（一） 觀眾對媒體的信任 

 

信任一般的意義上，「是一種心理狀態，包括基於對另一個人的意圖

或行為的積極期望而接受脆弱性的意圖」（Rousseau，Sitkin，Burt，＆

Camerer，1998，p.395）。以信託方式比喻，信任關係在兩方不確定情況下

進行互動，委託人無法確知獲利或損失，因此信任也意味著著委託人方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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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性。觀眾對媒體的信任概念將來自人際互動的信任概念應用於受眾與媒

體的互動。根據美國 2006 年調查顯示，民眾幾乎不信任媒體的百分比從

1973 年至 2006 年間提升許多。有些人將觀眾信任度下降的現象歸咎於政客

們，因為他們不斷地抨擊媒體（Domke，Watts，Shah，＆Fan，1999）；有

些則認為，是媒體報導涵蓋範圍越來越多，導致觀眾對新聞失誤和醜聞的認

識提高的結果（Watts，Domke，Shah，＆Fan，1999），或人們對媒體持懷

疑態度是因為媒體本身就是憤世嫉俗（Cappella＆Jamieson，1997）。  

 

（二） 媒體的可信度的影響因素 

 

早期對於媒體可信度相關的研究，可信度的概念常以信譽、形象等詞語

出現，但最常採用的詞語則為「可信度」（credibility）（Brambeck & Howell，

1976）。 

閱聽人對於可信度的評估可分為兩種，一種為來源可信度，一種為內容

可信度。來源可信度——訊息來源是否誠實報導（Hovland and Weiss，

1951），訊息來源的媒體其形象會影響閱聽人對訊息的信任程度，凡舉媒體

的專業知識、可信賴性、偏激言論都可能對其形象與可信度產生正或負面的

影響（Eagly et.al.，1978；Chaiken，1979；Wathen and Burkell，2002）。內容

可信度——在訊息內容的類型、呈現方式、語氣、描述上皆會影響閱聽人對

訊息的信任程度（Aronson, et. al.，1963；Rhine and Severance，1970）。 

研究發現，以媒體端來說，影響媒體可信度之因素有：媒體的新聞專業、

新聞責任、新聞能力、活力、客觀性、穩定性、直得信任、網站互動、訊息

策略、陳述、呈現方式等因素皆會影響閱聽人對其的信任度（Singletary，

1967；Bowers and Phillips，1967；Whitehead，1968；Berlo et.al.，1969-1970； 

Jacobson，1969；Gaziano and McGrath，1986；黃錦祥、梁維國，2004；

Newhagen and Nass，1989）。 

以閱聽者角度來說，其對某一媒體的既有印象、使用頻率、每日閱讀新

聞時數皆會對媒體可信度有正面影響，而每日上網時間對於「網路媒體」則

有負面影響（黃錦祥、梁維國，2004），不同於傳統媒體可信度研究之正面

影響，此研究指出可能的原因為網路媒體上充斥過多使用者言論與未經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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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的消息，使讀者認為白費時間（Bordia and Rownow，1998），或是網路

老手對資訊造假事件有感，已失去信心，因此上網時數較多的讀者反而對可

信度評價較低（葉恆芬，2000）。然而，在 Rimmer and Weaver （1987）與

Wanta and Hu（1994）以及 Kiousis（2001）之研究中顯示，媒體的使用頻率

與可信度並無強烈關聯，但發現受訪者對於特定媒體的依賴程度會與可信度

有關。 

 

（三） 政黨傾向對新聞媒體品牌信任度的影響 

 

過去研究發現，政治傾向，意識形態和政治黨派關係與消費者對新聞媒

體的信任有相關（Jone，2004；T. Lee，2005；T. Lee，2010）。Jones（2004）

研究指出，政治傾向以及政治參與（Participation & involvement）（Tsfati，

2002；Eveland＆Shah，2003）會影響觀眾對媒體的信任，保守派更加不信任

新聞媒體，自由主義者則更加信任，而那些政治態度極端的人比溫和派更不

信任（Gunther，1988），較高的政治參與則會對媒體較不信任。T. Lee

（2010）分析民主黨、自由黨對於媒體的信任度皆下降，而共和黨對媒體的

信任度上升的原因，可能為拉鍊門事件與柯林頓（民主黨）的彈劾報導有關，

暗示政黨傾向著實會影響民眾對媒體的信任度。政黨偏好愈強的選民，愈可

能出現選擇性接觸媒體的行為（Jones, Schulz-Hardt, and Frey，2005；Stroud，

2007；劉正山，2009）。 

過去多篇文獻顯示，政黨傾向也與民眾偏好的媒體有關，無論報紙與電

視新聞均有明顯的政治偏差 （political bias） （Lo， Neilan， & King，1998；

羅文輝、黃葳葳，2000），閱聽人選擇的報紙或電視新聞，往往是最符合他

們思想、信念與態度的報紙或電視新聞。根據 Kiousis（2001），閱聽人不會

去接收他們認為不可信的新聞，已有政黨傾向之閱聽者對屬於同一傾向之新

聞媒體，且會有較高的可信度且即使此新聞媒體報導敵對立場之新聞也不會

影響其對同一事件之可信度（彭賢恩、張郁敏，2008）。羅文輝（2004）發

現，政黨傾向對新聞媒體的可信度有直接的影響，政黨傾向也會透過新聞媒

體的選擇，對該媒體的可信度產生間接與長期的影響（羅文輝，2004；羅文

輝，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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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影響可信度之因素	

 

在人口變項上，研究顯示，收入、性別（Carter & Greenberg, 1965; 

Mulder, 1980;Johnson & Kaye, 1998; 葉恒芬, 2000）、教育程度（羅文輝、陳世

敏, 1993）與年齡（Mulder, 1980; Gantz, 1981; 羅文輝、陳世敏, 1993; 葉恒芬, 

2000）會顯著影響媒介類型、媒介產品的使用多元化與媒介可信度（引自羅

文輝，2013）。教育程度偏低、年紀較大者，明顯地比教育程度高且年紀較

小者更容易選擇使用單一的媒介類型（張郁敏，2012），且傾向對新聞可信

度有較高評價（徐美苓，2015）。因此，本研究將收入、性別、教育程度以

及年齡列入控制變項，希望在控制這些變項的影響後，探討政黨傾向和電視

新聞可信度之間的關聯。 

 

媒體可信度的測量	

 

以往對於媒體可信度之研究，以「媒介類型」（如報紙、電視）做比較

為多，屬於「新聞管道可信度」（e.g., Becker, Whitney & Collins, 1980; Carter 

& Greenberg, 1965; Gantz, 1981; Lee, 1978; Starck, 1969），而以同一類型的媒體

中不同品牌研究其可信度差異之研究較少，且每個受訪者對新聞媒體的「認

知參考點（cognitive reference）」也大不相同，在評估某類媒體可信度時，

所想像的媒體品牌並不相同（如: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因此對該類媒介可

信度的評估有失準確（Greenberg & Roloff, 1974; Abel & Wirth, 1977）。 

測量接收訊息者對消息來源的可信度評估，可分為「消息來源可信

度」——主要探討傳播者的可信度（個人、團體、組織）；以及媒介可信度。

其次，又分為對媒體類型（media types）或媒介產品（media products）的可

信度評估。媒體類型如報紙、電視等；媒介產品如報紙中的自由時報、中國

時報等。 

過去研究顯示，若以媒體類型為測量單位，媒介使用與媒介可信度為正

相關但相關程度不高（羅文輝、陳世敏，1993），且以媒介產品為測量單位

可以顯著的預測受訪者最相信的媒介產品（媒介可信度），即傾向認為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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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選擇使用的媒介產品最為可信；且提出以媒介產品為測量單位預測受訪者

最相信的媒介產品，而非以媒體類型為測量單位，可使測量媒介使用的基準

與認知參考點相同（羅文輝，2004）。Carter & Greenberg（1965）指出電視

新聞被認為比報紙更可信，而 Kiousis（2001）則發現消費者認為報紙比網絡

和電視新聞更可信，但因台灣地區，電視新聞多數報導政治新聞，因此，綜

合前述，本研究以電視新聞作為依據建立的假說為： 

假說：個人政黨傾向與其收看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相關。 

 

社會網絡的調節作用	

 

（一） 同溫層現象的形成 

 

近來許多文獻討論同溫層效應、以及其對對個人態度、信仰、價值觀的

影響。心理學家從認知角度來解釋同溫層的意義。透過有關謠言和信仰的實

驗，Festinger（1957）提出了”認知失調”，指的是當人同一時間存在著兩

種互相矛盾或不協調的認知（包括觀念、態度、行為等）時，會產生心理衝

突以及緊張感，為了改善緊張而改變自身行為或想法，大腦會選擇性忽略或

合理化所接收到的訊息藉以消除衝突，使認知恢復調和一致。當意見不一致

的他人或群體吸引力或重要性越大時，個人所產生的認知失調也就越大，因

此，人們會透過尋找支持自己或擁有相同認知的人來消除失調。進而產生了”

同溫層現象”---泛指人們只願意接收與自己立場相同的資訊。對於不同觀點

的事物，選擇性地忽略，進而形成一個封閉且穩定的同溫層。但其實這種穩

定的現象，是自己將意見相左的看法拒於門外，而製造出的假象（王貞懿，

2017；李坤翰，2017）。 

後羅文輝（2004） 以認知失調理論為基礎，提出「選擇可信度」

（selective credibility）的概念，閱聽人會選擇使用和他們思想、信念較相近

的媒體（Cotton，1985；Zillmann & Bryant，1985），並且認為這些媒體較為

可信，所以媒體的可信度是閱聽人選擇的結果，因此為「選擇可信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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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選擇性信任。Amiot Catherine （2005）也證明當個體強烈的認同他們的

群體時，會產生內群體偏好和外群體偏見。  

綜合以上來看，人們傾向於去接受與原有政治態度相符的訊息，而會排

斥與自己相左的意見，民眾對於媒體品牌的可信度，會因認知失調產生的選

擇性忽略、接收或合理化所接受的訊息以符合自身主觀的既定想法，個人得

以降低因政治討論可能帶來的潛在壓力，進而自我強化原有的政治偏好，並

促成同溫層的產生。  

 

（二） 與他人之間的交流與接觸如何影響個人 

 

承接前面同溫層效應的討論，人際網絡是建構同溫層的主要機制。若是

人際網絡中，與個人的態度、價值、信仰相近的人越多，同溫層可能更緊密，

可能強化個人既有的態度、價值、信仰；相反的，若是人際網絡中與個人的

態度、價值、信仰不同的人越多，那麼個人的態度、價值、信仰更可能受到

挑戰、進而發生改變。換句話說，個人與其人際網絡間的同質性或異質性程

度，可能會調節個人的態度、信仰、價值。連結到媒體可信度議題，人際網

絡也可能調節個人對媒體的信任度。 

 

（三） 人際網絡種類：家人、朋友、鄰里 

 

人際網絡也多種類別，如家庭關係、朋友網絡、鄰里互動等。林聰吉

（2007）引用 Burt（1987）提出的社會凝聚理論解釋政治討論、社會網路、

交叉壓力間三者的互動關係：社會凝聚理論強調情感作用，人們在透過社會

網絡進行政治討論時，彼此間的政治影響力建立在親近、尊重、信任與相互

關懷等心理因素上，因此，與個人在情感上最親近與信賴的對象，無論是親

屬或非親屬，是最有機會透過日常生活中的互動交談來影響個人的政治態度，

且其與諮詢政治意見之對象的親疏程度與意見同意度會有高度正相關（林聰

吉，2007）。Van der Poel（1993）亦提出情感網絡中，成員保持親密的互動

關係，成員的思想感受或行為都會透過互動彼此影響，當人們持續互動累積

信任，情感連結逐漸增強彼此甚至會產生合作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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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朋友關係而言，過去認為人與人之間的友誼關係，是建立在態度與行

為上的類似性（similarities），因為價值與態度上的類似性，讓個人與網絡

結構形成了相互依賴的關係，而已成為結構中的朋友關係，反過來也會影響

個人的價值與態度。於是人們因為價值的類似性而彼此結合在一起，另一方

面，同一團體的成員也會因為群體價值而愈益趨同（翟本瑞，2011）。 

鄰里互動是另一類人際網絡。Burt（1987）提出的結構相等論則偏重社

會結構因素，人際間政治影響力的大小決定於個人分享相同社會網絡結構的

程度，例如是否居住在相同地區，由於人們習慣在特定的場合與相同的對象

接觸，因此政治討論可能以無意識或有意識的型態在處於同一社會場合的人

際間進行，故個人的政治態度也就在潛移默化中被他人所影響。  

當個人身處在結構更加多元的鄰里時，人們會更容易發現並體驗到不同

的社會團體、其文化和生活方式。即便人們通常更願意和觀念相仿的他人互

動（McPherson,Smith-Lovin&Cook,2001），但結構較多元的鄰里至少提供給

人們更好的機會去認識，或理解不同的生活模式。社會中，菁英階級所領導

的主流媒體在描述多樣化的社會團體時，往往帶有些許偏見或誤解，其報導

內容不見得與現狀全然相符。（Donohue,Tichenor, & Olien, 1995; Hallin, 1986; 

Larson, 2006; D. M. McLeod & Hertog, 1999）因此，身處在結構多元的環境下

的人們，可能會察覺到他們認識的社會團體與媒體所描述的有所差異，這個

差異便有機會使人們對於媒體的信任程度下降（Masahiro Yamato &Seungahn 

Nah,2017）。  

過去其他研究亦顯示（Hunt Allcott and Matthew Gentzkow,2017；Jones, 

Eva, Stefan Schulz-Hardt, and Dieter Frey. 2005；Stroud, Talia. 2007），在社區層

級的面向，政治異質性和信賴度將會是正向關係，意即結構的多元化會影響

人們對媒介的信任程度；而政黨傾向的不同也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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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架構及假設 

 本研究架構如 （圖一） 下： 

 

 

 

 

 

 

 

 

 

 

 

  

 

根據文獻回顧，本組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一：個人的政黨傾向會影響個人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具體而言，

若個人為泛藍政黨，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會越高。 

假設二：家人的政黨傾向會調節個人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若個人的

政黨傾向與家人越不相同，個人對與其相同政黨傾向之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

程度會下降。 

假設三：鄰里成員的政治異質性會調節個人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若

個人為泛藍政黨，而其所在之鄰里政治異質性高，則他會對泛藍電視新聞媒

體的相信程度降低。 

  

自變項： 
政黨傾向 

控制變項： 
性 別 、 父 親 的 省

籍 、 婚 姻 狀 況 、

年 齡 、 個 人 平 均

月 收 入 、 教 育 程

度 、 家 人 政 治 異

質 性 、 鄰 里 政 治

異質性 

依變項： 
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相信程度 

調節變項： 
家人政治異質性 
鄰里政治異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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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方法 

 
研究區域	

本研究於三峽、鶯歌地區為研究範圍，在三峽（含樹林北大特區南園里）、

鶯歌共 49 個里中，依照其距離、各里人口特徵計算各里所需發放問卷數量，進

而達到具有代表性的研究結果分析。 

 

研究對象	

 受訪對象為 18 歲以上在地居民，分析單位為個人。採量化研究之操作設

計，以問卷調查法蒐集資料。 

 

抽樣方法	

以隔戶抽樣方式發放問卷。首先，依照三峽、鶯歌地區人口比例決定各地

區發放份數，比例約為三峽佔 54%、鶯歌佔 38%、樹林佔 8%，而後按此分配，

三峽 539 份、鶯歌 380 份、樹林 82 份，共計 1001 份。其次，問卷發放以里長

家為起點進行跳號抽樣，戶數抽樣則以各地區各里的人口數為依據。再者，受

訪者的抽樣方法為：當在進入抽樣到的戶之後，先詢問該戶 18 歲以上的人口數，

並以該日訪問日期除以之，計算過後之餘數由年輕至年長的順位便為受訪對象，

舉例來說，該戶 18 歲以上的人口數為 4 位，訪問日期為 19 日，則 19/4，餘數

為 3，則以家中 成年人中年紀由年輕至年長的第 3 順位為受訪者。 

最後，有效問卷的份數為 858，然在 858 人的樣本之中，由於操作化之緣故，

本研究將變項中含遺漏值之樣本，以完全排除法排除，即指為使分析之群體一

致，刪除本研究所使用變項含遺漏值的樣本，得 666 樣本數，並以之作為我們

研究分析之總樣本數。 

 

變項處理	

本研究依變項為「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相信程度」，自變項為「政黨傾

向」，控制變項為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個人平均月收入、婚姻狀況、父親

的省籍。以簡單迴歸、多元迴歸等分析方式測量個人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相信

程度是否受到政黨傾向、社群層級（家人）、鄰里層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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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變項—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相信程度 

首先，對各電視新聞的相信程度進行操作化，將選項「完全不相信」、

「不相信」、「有點不相信」、「有點相信」、「相信」、「完全相信」六個

程度，依序換算成 1 到 6 分，數值越高表示越相信該電視新聞媒體。 

接著，對所有電視新聞媒體品牌：公視、中視、台視、民視、華視、三立、

中天、年代、TVBS、東森、壹電視進行因素分析，根據因素分析結果發現「中

天」、「TVBS」兩個變項屬於同一個因素，另外「三立」、「民視」也屬於同

一個因素，又排除了其他電視新聞媒體品牌之後總體的解釋量變高，因此選擇

留下「中天」、「TVBS」、「三立」、「民視」四個變項作為依變項的依據。 

最後，將中天、TVBS、三立、民視四個電視台重新編碼後合併加總為「對

電視新聞媒體相信程度」。其中，為使樣本對電視新聞媒體（媒介產品）相信

程度具有統一性，本研究以中天、TVBS 兩個「泛藍」電視新聞媒體品牌之六

個相信程度分級為基準，另將三立、民視兩個「泛綠」電視新聞媒體品牌的相

信程度做反向編碼，將選項「完全不相信」、「不相信」、「有點不相信」、

「有點相信」、「相信」、「完全相信」六個程度，依序換算成 6 到 1 分，再

將四個電視新聞媒體品牌之相信程度加總作為依變項「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相

信程度」。 

 

（二） 自變項 

 

1. 政黨傾向 

於問卷題組中，詢問政黨傾向的題目有：「個人政黨傾向」、「2016 年總

統選舉中所投候選人之政黨」與「2016 年立法委員選舉中所投之政黨票」，本

研究將選項重新編碼為「泛藍”1” 泛綠”2” 都不支持”3”」。其中，泛藍

政黨包含「中國國民黨」、「親民黨」、「無黨團結聯盟」與「民國黨」編為

1，泛綠政黨包含「民主進步黨」、「台灣團結聯盟」、「時代力量」與「綠黨

社會民主聯盟」編為 2，將遺漏值跟其他（包含拒答、沒有特定支持政黨）合

併為「都不支持」編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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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描述性統計分析後，可以發現在三個題組中「泛綠」百分比依序分別佔

31.3%、37.3%、32.1%，其中因 2016 年總統選舉為蔡英文（民主進步黨）當選，

加上於分析中可以發現「2016 年總統選舉中所投候選人之政黨」的比例相較於

「個人政黨傾向」與「2016 年立法委員選舉中所投之政黨票」的泛綠政黨比例

高約 5%，因而不選擇此題組為自變項。另外，「個人政黨傾向」與「2016 年

立法委員選舉中所投之政黨票」兩題組的泛綠政黨比例相近，最後，本研究選

擇以「個人政黨傾向」為自變項「政黨傾向」進行後續分析。 

 

（三） 調節變項 

 

1. 家人（社群）政治異質性 

將受訪者與其家人所支持之政黨是否相同之選項重新編碼，首先將類別變

項轉換成數值，「完全一樣」編為 1，「大部分一樣」編為 2，「大部分不一樣」

編為 3，「完全不一樣」編為 4，「都不支持」編為 5，「不知道」編為 6。 

接著，本研究把「都不支持」視為與家人政治立場相同併入「完全一樣」

計算，「不知道」排除成遺漏值，因此剩下四個家人政治異質性的不同程度，

分別為：「完全一樣、都不支持」、「大部分一樣」、「大部分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而政治立場越不同，其所代表數字越大，即指 1 分為最低分，

代表異質性最低（也就是同質性越高），4 分為最高分，代表異質性最高（也

就是同質性越低），以此代表受訪者與其家人之間政治立場異質性高低。 

 

2. 鄰里政治異質性 

將受訪者依其所居住之里號區分，共分為 49 個里，將各里切割，分別計算。

Blau’s （1977）多樣性指數可用於計算政治異質性，該指數表示為（1 – 

Σ𝑝i
2 ），其中 p 表示類別的比例，i 是不同類別的數量，若得分為 0 表示完美

同質性，得分為 1 表示最大異質性，而成員均勻分佈在無窮小的類別中。在本

研究中，同樣也以該指數（1 – Σ𝑝i
2 ）計算鄰里政治異質性，其中 i 表示三個

不同政黨傾向，p 表示是各里於泛藍、泛綠、都不支持（拒答/沒有特定支持政

黨）之政黨傾向的支持度，後將三種不同政黨傾向的支持度平方再加總，計算

出來之後再用 1 去相減，其結果則為「鄰里政治異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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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控制變項 

將受訪者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個人平均月收入、婚姻狀況、父親的

省籍設為控制變項。其中： 

 

1. 教育程度 

將教育程度重新編碼，換算成教育年數。測量項目與對應年數分別為：

「無（不識字）、自修（識字、私塾）編為 3，「小學」編為 6，「國（初）中、

初職」編為 9，「高中普通科、高中職業科、高職、士官學校」編為 12，「五

專、二專、三專、軍警專修班、軍警專科班、空中行專」編為 14，「空中大學、

軍警官學校、技術學院、科大、大學」編為 16，「碩士」編為 18，「博士」編

為 22。 

 

2. 個人平均月收入 

將個人平均月收入重新編碼為數值，並取其中間值，依序為「無收入」編

為「0」，「未滿 1 萬元」編為「0.5」，「1 萬元以上，未滿 2 萬元」編為 

「1.5」，「2 萬元以上，未滿 3 萬元」編為 「2.5」，「3 萬元以上，未滿 4 萬

元」編為「3.5」，「4 萬元以上，未滿 5 萬元」編為「4.5」，「5 萬元以上，

未滿 6 萬元」編為「5.5」，「6 萬元以上，未滿 7 萬元」編為 「6.5」，「7 萬

元以上，未滿 8 萬元」編為 「7.5」，「8 萬元以上，未滿 9 萬元」編為 「8.5」，

「9 萬元以上，未滿 10 萬元」編為 「9.5」，「10 萬元以上，未滿 11 萬元」編

為 「10.5」，「11 萬元以上，未滿 12 萬元」編為 「11.5」，「12 萬元以上，

未滿 13 萬元」編為 「12.5」，「13 萬元以上，未滿 14 萬元」編為「13.5」，

「14 萬元以上」編為「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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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婚姻狀況 

將原有選項「單身且從沒結過婚」重新編碼為「單身且從沒結過婚」，

「已婚」、「同居或有伴侶」合併重新編碼為「已婚/同居」，「配偶去世」、

「離婚」、「分居」合併重新編碼為「分居/喪偶/離婚」。 

 

4. 父親的省籍 

對父親之族群重新編碼，將原有選項「閩南人」、「客家人」、「外省

人」、「原住民」、「大陸人」、「其他」六個選項重新編碼為「閩南人」、

「客家人」、「外省人及大陸人」；而「原住民」與「其他」二項，因在統計

中樣本數量需達 20 以上較具代表性，而其二者數量僅有 16，故將受訪者之父

親族群為「原住民」與「其他」之樣本刪除。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文獻我們得知，個人對某電視新聞媒體的接觸頻率會

影響相信程度，且在本組初步研究中，我們發現接觸頻率與相信程度間的相關

係數高達 0.7，代表兩者間有高度影響力，又當我們同時將接觸頻率與相信程度

放入分析模型，兩者間高度相關的關係會強烈影響到其他變項，所以最終我們

排除接觸頻率，以個人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作為依變項。 

 

除此之外，文獻也提出朋友網絡對個人態度的影響，由於測量朋友政黨傾

向的遺漏值非常多，並且，在初步分析中，當我們排除遺漏值後，分析顯示朋

友政黨傾向與個人的異質性對個人新聞媒體信任度沒有顯著調節作用，因此，

我們最後將朋友政黨傾向的變項排除 。 

 

伍、 研究結果 

 

敘述統計	

以下為樣本資料之次數分配之描述性統計。本研究分析總樣本數共 666 人，

分布情形整理如表一所示。分析結果敘述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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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個人、家人、鄰里特質分布 

變項名稱  最大

值 

最小值 平均數/次

數 

標準差/百分

比 

樣本數 

控制變項       

性別 男   355 53.3% 666 

 女   311 46.7%  

父親的省籍 閩南人   526 79.0% 666 

 客家人   71 10.7%  

 外省人（外省人+大

陸人） 

  69 10.4%  

婚姻狀況 單身且從未結婚   141 21.2% 666 

 已婚/同居   463 69.5%  

 分居/喪偶/離婚   62 9.3%  

年齡  18 84 46.73 15.11 666 

教育程度（年數） 3 22 12.99 3.39 666 

個人平均月收入 0 14.5 3.85 3.54 666 

自變項       

政黨傾向 泛藍   232 34.8% 666 

 泛綠   238 35.7%  

 都不支持

（拒答/沒有

特定支持政

黨） 

  196 29.4%  

調節變項       

家人政治異質性 4 1 2.01 0.80 666 

鄰里政治異質性 0.67 0 0.59 0.09 666 

依變項       

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相信程度 4 24 13.89 2.94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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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一可以發現： 

 

（一） 控制變項： 

 
1. 性別，女生佔 46.7 %，男生佔 53.3 %，可以發現有效受測樣本之性別

男性較女性多。 

 

2. 父親省籍，閩南人佔 79.0 %，客家人佔 10.7 %，外省人（包括外省人

+大陸人）佔 10.4%，可以發現有效受測樣本之父親省籍以閩南人最多，其

次為客家人，最後為外省人。 

 

3. 婚姻狀況，單身且從未結過婚佔 21.2 %，已婚/同居佔 69.5 %，分居/

喪偶/離婚佔 9.3%，可知受訪者多為已婚/同居者。 

4. 年齡，平均年齡為 46.73 歲，大約以中年人為受訪主體。 

5. 教育年數，平均數為 12.99，約莫落於高中、職左右。 

6. 個人平均月收入（單位：萬元），平均數為 3.85 萬元。 

 

（二） 自變項： 

 
1. 政黨傾向，計泛藍政黨傾向人數為 232 人（佔 34.8%），泛綠政黨傾

向人數為 238 人（佔 35.7%），都不支持者（包含少數沒有特定支持政黨、

拒答者）人數為 196 人（佔 29.4%）。 

  

（三） 調節變項： 

 
1. 家人政治異質性，若得分 1 分為最低分，表示異質性最低，也就是同

質性越高，4 分為最高分，表示異質性最高，也就是同質性越低。有效受測

樣本之家人政治異質性最大值為 4，最小值為 1，其平均數為 2.01（分），

表示受訪者的政黨傾向和家人的政黨傾向大致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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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鄰里政治異質性，若得分為 0 表示完美同質性，得分為 1 表示最大異

質性（Blau’s ，1977）。有效受測樣本之鄰里政治異質性最大值為 0.67，

最小值為 0，其平均數為 0.59（分）。  

 

（四） 依變項——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相信程度 

有效受測樣本最大值為 24，表示完全相信；最小值為 4，表示完全不相

信，其平均數為 13.89。 

 

 線性迴歸分析	

 
影響個人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相信程度之線性迴歸分析 

 
首先，以簡單迴歸模型分析個人政黨傾向是否影響對泛藍電視新聞媒

體的相信程度，分析結果如表二： 

 

表二：影響「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的個人因素之簡單迴歸 

  B（係數） SE（標準誤） 

常數  11.353*** 0.821 

 控制變項（對照組）   

 性別（女）   

 男 0.189 0.181 

 父親的省籍（客家人）   

 閩南人 -0.391 0.282 

 外省人（外省人+大陸人） -0.010 0.385 

 婚姻狀況（分居/喪偶/離婚）   

 已婚/同居 -0.426 0.298 

 單身且從未結婚 0.083 0.368 

 年齡 0.018* 0.008 

 教育程度（年數） 0.026 0.034 

 個人平均月收入 0.062*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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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影響「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的個人因素之簡單迴歸（續） 
 自變項   

 政黨傾向（泛綠）   

 泛藍 3.258*** 0.220 

 都不支持（拒答/沒有特定支持政黨） 1.640*** 0.209 

R2 0.253*** 

△R2  

F 110.231*** 

+p<.1, *p<.05, **p<.01, ***p<.001 

依變項：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 

 

於控制變項可以發現，年齡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有顯著的

解釋力，表示每增加一個單位的年齡，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會增

加 0.018 個單位（B= 0.018, p= 0.023）。個人平均月收入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

的相信程度有顯著的解釋力，表示個人收入每增加一萬元，對泛藍電視新聞

媒體的相信程度會增加 0.062 個單位（B= 0.062, p= 0.026）。 

 

此迴歸模型的總解釋力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 110.231, p<0.001）。

其解釋了 25.3％ 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的總變異量（R2 =0.253）。

從迴歸系數來看，可以發現，政黨傾向泛藍者較泛綠者，對泛藍電視新聞媒

體的相信程度高 3.258 個單位（B= 3.258, p<0.001），意即若個人政黨傾向為

泛藍者相較於泛綠者，當其收看泛藍電視新聞媒體時，會更相信泛藍電視新

聞媒體播報之內容；而都不支持（拒答/沒有特定支持政黨）較泛綠者，對

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高 1.640 個單位（B= 1.640, p<0.001），同樣也

指當個人政黨傾向都不支持者相較於泛綠者，當其收看泛藍電視新聞媒體時，

會較相信泛藍電視新聞媒體播報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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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本研究以線性迴歸進行分析，同時建立另一模型，加入個人政

黨傾向與家人政治異質性、鄰里政治異質性的互動項，以了解家人政治異質

性性、鄰里政治異質性對於政黨傾向的調節效果。 

以多元迴歸模型分析個人政黨傾向與家人政治異質性、鄰里政治異質性的交

互作用是否會調節個人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分析結果如表三： 

 

 表三：影響「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的交互作用之多元迴歸 

  M1 M2 

  B（係數） SE（標準誤） B（係數） SE（標準誤） 

常數  11.269*** 1.185 10.862*** 1.460 

 控制變項（對照組）     

 性別（女）     

 男 0.217 0.210 0.234 0.209 

 父親的省籍（客家人）     

 閩南人 -0.479 0.325 -0.477 0.322 

 外省人（外省人+大陸人） -0.155 0.443 -0.130 0.440 

 婚姻狀況（分居/喪偶/離婚）     

 已婚/同居 -0.416 0.355 -0.378 0.353 

 單身且從未結婚 0.189 0.440 0.155 0.438 

 年齡 0.023* 0.010 0.020* 0.010 

 教育程度（年數） 0.033 0.040 0.026 0.040 

 個人平均月收入 0.066* 0.031 0.065* 0.031 

 自變項     

 政黨傾向（泛綠）     

 泛藍 3.336*** 0.244 5.789*** 1.750 

 都不支持（拒答/沒有特定支

持政黨） 

1.647*** 0.248 0.972 1.572 

 家人政治異質性 -0.003 0.124 0.470* 0.210 

 鄰里政治異質性 -0.447 1.055 -1.087 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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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影響「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的交互作用之多元迴歸（續） 

 政黨傾向（泛綠）×家人政治

異質性 

    

 泛藍×家人政治異質性   -1.080*** 0.302 

 都不支持（拒答/沒有特定支

持政黨）×家人政治異質性 

  -0.400 0.300 

 泛藍×鄰里政治異質性   -0.510 2.711 

 都不支持（拒答/沒有特定支

持政黨）×鄰里政治異質性 

  2.557 2.398 

R2 0.259*** 0.276** 

△R2  0.017 

F 19.067*** 3.743*** 

+p<.1, *p<.05, **p<.01, ***p<.001 

依變項：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 

  

 

分析結果顯示，影響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的主要效果能解釋

約變異量的 25.9 % （R2 =0.259, F= 19.067, p<0.001）。而在控制了主要效果後，

政黨傾向與家人政治異質性的交互作用、政黨傾向與鄰里政治異質性的交互

作用可以增加 1.7 %的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變異量（△R2 =0.017, 

F= 3.743, p=0.005）。 

 

首先，就主要效果而言，於控制變項部分，年齡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

相信程度有顯著影響，每增加一個單位的年齡，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

程度會增加 0.023 個單位（B= 0.023, p=0.014），意即年齡越高對泛藍電視新

聞媒體的相信程度越高；在個人月平均收入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

同樣也具有顯著影響，每增加一萬元，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會增

加 0.066 個單位（B= 0.066, p=0.035），意即收入越高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

相信程度也會越高。接著，於自變項部分，政黨傾向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

相信程度有顯著影響，政黨傾向泛藍者較泛綠者更傾向相信泛藍電視新聞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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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播報內容（B= 3.336, p<0.001），又政黨傾向都不支持（拒答/沒有特定

支持政黨）較泛綠者更傾向相信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播報內容（B= 1.647, 

p<0.001）；然而在家人政治異質性與鄰里政治異質性部分並未能顯著解釋

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相信程度。 

 

其次，個人政黨傾向與家人政治異質性的交互作用同樣具有顯著的解釋

力，也就是說，若個人的政黨傾向與家人越不相同，個人對與其相同政黨傾

向之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會下降，更具體來說，泛藍者受家人政治異質

性所影響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相較於泛綠者有顯著差異，其指當

家人政治異質性越高，個人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會下降（B= -

1.080, p<0.001），然此在都不支持（拒答/沒有特定支持政黨）者與泛綠者間

則無差異（B= -0.400, p=0.182）。 

 

再者，個人政黨傾向與鄰里政治異質性的交互作用並未具有顯著的解釋

力，也就是說，鄰里成員的政治異質性並不會調節個人對與其相同政黨傾向

之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因此，若個人為泛藍政黨，而其所在之鄰里政

治異質性高，並不會影響個人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的高低。 

 

陸、 結論 

 
經資料分析之後，本研究發現 （1）個人的政黨傾向確實會影響個人對

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加入調節變項之後發現（2）家人的政黨傾向會

調節個人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但（3）鄰里成員的政治異質性並不

會調節個人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在此研究中，控制了性別、年齡、

教育程度、個人平均月收入、婚姻狀況、父親的省籍 六個變項。於統計資

料中可以看到，只有年齡與個人平均月收入兩變項的影響力呈現顯著，由此

可知，當年齡越大，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會越高；當個人平均月收入

越多，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也會越高，然在其他變項則未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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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研究假設中，我們認為個人的政黨傾向會影響個人對電視新聞媒體的

相信程度，分析結果顯示，當個人政黨傾向為泛藍者相較於泛綠者，在收看

泛藍電視新聞媒體時，會更相信泛藍電視新聞媒體播報之內容；而當個人政

黨傾向都不支持者相較於泛綠者，當其收看泛藍電視新聞媒體時，也會較相

信泛藍電視新聞媒體播報之內容，但其相信程度會較泛藍者低。從而可以知

道，當閱聽人欲選擇觀看之電視新聞媒體時，往往會傾向最符合他們思想、

信念與態度，且當個人有明確政黨傾向時，於接觸和他有相同政黨傾向的媒

體時，會對其播報內容更加相信；其次，我們認為家人的政黨傾向會影響個

人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分析結果顯示，雖整體來說，在加入家人政

治異質性變項後解釋力呈現顯著，但只有泛藍者在家人政治異質性越高時，

其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會下降，然此現象在都不支持（拒答/沒

有特定支持政黨）者與泛綠者間則無差異；最後，我們認為鄰里成員的政治

異質性會影響個人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但分析結果顯示，個人所在

之鄰里政治異質性的高低，並未顯著影響個人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

度高低。從家人與鄰里政治異質性可以發現，當成員越保持親密的互動關係，

也就是說，閱聽人「與家人之間的互動」親密程度大於「與鄰里成員之間的

互動」，成員間的思想感受或行為都會透過互動而彼此影響，因此，我們相

信：當個人身處於政黨傾向較為多元的環境時，會因為成員間的互動而影響

他們原先對電視新聞媒體的印象，進而有機會使個人對其原先所較為信任之

與個人自身為相同政黨傾向之媒體的信任程度下降。 

 

總括來說，此次研究結果發現，個人會受到其政黨傾向而對於電視新聞

媒體有所偏好，進一步對於媒體播報之內容的信任程度也是較高的。然而除

了個人政黨傾向因素之外，同時也發現，當與互動關係中親密程度較高的人

相處時，舉例來說，像是家人，可能會因為日常上互動頻繁，在意見交流與

溝通相對機會也較多，致使影響個人在選擇相信各個政黨立場的電視新聞媒

體時，不會單以個人政黨立場思考，其原先的想法或印象可能會因與家人、

鄰里的交流互動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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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研究限制 

 

受訪者表態意願	

 
在訪問受訪者政黨傾向時，受訪者回答其政黨傾向為「都不支持」或

「拒答」者，可能情況有二，其一為真的都不支持，其二為受訪者選擇隱藏

自己的政治傾向不願表態，而後者我們無法探求其內心真意，故成為我們研

究中自變項的研究限制。 

 

接觸媒體媒介限制	

在我們研究中的依變項——新聞媒體的接觸媒介中，只採用「電視」媒

介，而排除了從其他管道，如網路、報紙、廣播中獲得新聞的受訪者，故從

其他管道接收新聞的受訪者成為我們研究中依變項的研究限制。 

 

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	

受訪者在回答對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時，可能不僅僅受到政治新聞的影

響，如社會、財經、氣象等新聞，確實影響到該受訪者判斷其對新聞媒體的

相信程度，我們亦無從得知，故成為我們研究中依變項的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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